
地 理 学 报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第 75 卷 第 6 期

2020 年 6 月

Vol.75, No.6

Jun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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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面世以后，基于因子生态分析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虽取得较多成果，但方法创新还有待推进。本文以常州作为实证研究地区，将人口普查数据与

大数据（城市POI数据）相结合，借助网格化处理和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计算方法，从居住内部

环境（住房条件）和居住外部环境（设施可达性）两方面综合衡量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而探讨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空间结构及其与居民社会经济属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常州城市居民

生活质量空间结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与扇形结构叠加的模式，城市生活质量空间结

构与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即不同类型居民属性区的生活质量存

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各类居民属性区均有与之重叠度较高的相对应的生活质量区，这种空间关

系的揭示对城市规划和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从居民社会空间与实体空间互动关

系的角度对社会—空间辩证法进行了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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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对城镇化发展关注的重心已由城镇化率的提高逐
渐转向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其中生活质量提升是核心内容。“生活质量”作为学术用语最
早由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1]，70年代罗斯托详细阐述了

“生活质量”理论[2]，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随后的研究
主要是对生活质量进行评估与测定[3-4]，比较典型的是Rosen和Roback提出的生活质量指
数（Quality of Life Index, QOL），强调度量各类设施的货币价值，认为设施的空间分布
特征将对个体的使用效用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5-6]。此后，城市生活质量逐渐成为经济
学、社会学、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生活质量的度量维度
也囊括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家庭、工作、健康[7]、服务可达性、城市社会与
邻里环境[8]等诸多方面。近年的研究开始聚焦于特定的环境因素，而不仅仅是基于多项指
标加权求和的得分评价。其中，住房因素[9-10]和城市服务设施的便利程度[11]也作为影响生
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单独被研究。国内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
研究倾向于社会指标意义上的生活质量，包括国家统计局起草的社会统计指标草案、北
京社科院的《首都社会发展指标及其评估方法》等。后来，美国社会学家林南与中国学
者合作进行的生活质量研究将西方关注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方法引入国内。随后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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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分为3个方向：① 社会指标意义上的生活质量；② 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主观评
价；③ 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之间的关系[12]。对于生活质量的具体考量[13-14]主要包括经济
方面（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环境方面（空气质量、绿化面积）、社会方面（居住条
件、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然而，现有研究往往是针对特定城市或特定群体
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和比较，少有研究分析城市内部的生活质量空间差异。

关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已发展较为成熟，主要是在“社会区”概
念及分析范式[15]的基础上展开相关实证研究。但中西方社会空间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存
在较大差异，西方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和种族，此外，家庭生命周
期、年龄、年轻人群等也在不同城市的研究中有所显现。近年的研究也更加多元化，如
从行为地理的角度[16]、从移民居住隔离的角度[17-18]、从全球化的角度[19]等来研究城市社会
空间结构。国内的相关研究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的实证分析表明，影响
中国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包括职业类型、外来人口、住房条件、文化程度等[20-26]。在
少数民族聚居的城市，少数民族也会对社会区形成有一定影响[21]。此外，还有大量研究
从居住空间分异[27-28]的角度来分析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例如分析住房权属[29]、住房费用[30-31]、
居住空间选择[32]和居住迁移[33]等。然而，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现有研究往往是分析居民
社会经济属性的空间结构，却忽视了城市生活的很多重要方面，例如环境质量（空气污
染、噪声）、生活质量（相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便利程度）、社会治安（犯罪率）等，因
而在反映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结构特征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

在研究数据和方法方面，关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往往是基于人口普查数据，
以街道乡镇或居委会作为研究单元，可以比较行政单元之间的差异。而网格化数据可以
打破行政边界的束缚，更好地揭示行政单元内部各地区的差异。大数据的出现使得获取
更微观尺度的数据成为可能，其中基于电子地图的城市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
数据提供了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海量设施资源的点状空间信息，为网格尺度的分析提
供了便利条件。

本文试图将传统数据与大数据（城市POI数据）相结合，对街道乡镇单元进行网格
化处理，从居住内部环境（住房条件）和居住外部环境（设施可达性）两方面综合考虑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并探讨生活质量空间结构及其与居民社会经济属性之间的关系，以
期揭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对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及其与居民属性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

2 研究区、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常州市地处江苏省南部、长江三角洲腹地，属于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是长江三角洲

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1949年以前，常州城市的范围主要以城墙为限，城市的发展基
本上局限于老城区之内。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常州城市化进入快速推进
时期，空间上呈现出多中心、多层次发展格局[34]。2010年常州市下辖金坛和溧阳 2个县
级市，武进、新北、天宁、钟楼、戚墅堰5个行政区[35]，其中金坛区于2015年4月撤市设
区，戚墅堰区与武进区合并为新的武进区。本文的研究区域为常州市区，以2010年（第
六次人口普查时间）的行政区划为准（图1）。按照六普数据，2010年常州市域总常住人
口为459.2万人，其中外来人口为142.7万人；市区总常住人口为329.1万人，其中市区外
来人口为128.2万人。据统计部门的最新数据，截至2019年底常州市域常住人口为473.6
万人，户籍人口为385.0万人，截至2019年6月30日暂住人口为156.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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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思路与方法
2.2.1 研究框架与研究数据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2所示。首先，基于因子分析、聚类分
析和可达性计算，采用居住内部环境（居住条件）与居住外部环境（设施可达性）数
据，综合反映基于居住环境的生活质量。其中，居住内部环境（居住条件）采用全国第
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中的住房数据，居住外部环境（设施可达性）采用城市数
据研习社提供的高德地图城市POI数据（2016年）。具体而言，居住内部环境包括住房的
功能（仅作生活用/生产兼生活功能）、权属（购买/租赁等）、条件（面积、房间数、层
数、建筑结构）、设施（厨房、燃气、洗手间、自来水、浴室等）、费用（主要是指租房
费用）。而居住外部环境所涉及的设施包括文化、教育、体育、医疗、餐饮、购物、金
融、娱乐、交通等。其次，对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包括职业、教育、性别、年龄、户
口、家庭等）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提炼出社会经济属性的空间特征。然后，将城市
居民的生活质量空间结构与社会经济属性空间结构进行交叉分析，探索两者的耦合关
系，实际反映的是居民的空间分布与住房及设施的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
2.2.2 研究方法与相关模型

（1）社会区划分。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空间结构和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空间结构的分
析均需通过因子分析提取若干主因子，再根据各研究单元的主因子得分进行聚类分析[21]。

图1 研究区及研究范围示意图
Fig. 1 The sketch map of the study area and the scope of study

图2 研究框架
Fig. 2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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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格化处理。根据面元数据空间插值的思想实现数据的网格化处理，可在一定
程度上消除行政界线两侧数据的突变特征[36]。费希尔等将面元数据空间插值分为3类：面
积权重法、回归分析法和表面生成法[37]。本文采用最基本的面积权重法将街道数据网格
化，即根据目标面元中原面元的面积大小作为权重来确定目标面元的属性值。其基本假
设是研究单元内属性值的密度恒定不变，且相邻多边形的属性值差异可以保留。具体计
算公式为：

Pt =∑
i = 1

n A'
i

Ai

Pi （1）

式中：Pt为目标面元的属性值；Ai为第 i个原面元的面积；Ai'为第 i个目标面元的面积；Pi

为第 i个原面元的属性值；n为目标面元中不规则地块的数目。由于网格化转换方法是研
究单元内的属性值在空间上均匀分布，与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故网格设置太小会加大
这一误差，而网格设置太大则失去了网格化的意义。考虑到本文的数据以街区（街道乡
镇）为统计单元，而研究区范围内最小的街区面积为2 km2，本文采用2 km的尺度进行
数据网格化转换。

（3）可达性计算。相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便利程度，可通过设施可达性来反映，相
关研究主要是针对就医可达性、就业可达性、绿地可达性等展开[38-39]。可达性的计算方法
可分为比例法、最近距离法、基于机会累积的方法、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的方法，其中基
于空间相互作用的方法考虑因素最为全面，它认为某需求点的空间可达性可以采用所有
设施施加到该点的潜能总和来表示，潜能总和越大，可达性越好。基于这一理念的模型
和方法主要包括潜能模型 （含各种改进公式）、胡弗模型 （Huff Model）、核密度法
（Kernel Density Method）等[40]。

其中，汉森[41]提出基于引力的潜能模型经过了许多学者的修正，其中应用较为广泛
的是将需求者在分享有限供给时的竞争纳入后的改进模型[42]，该模型后被用于评价医疗
可达性和就业便捷度等。表达式为[40]：

AG
i =∑

j = 1

n Sjd
-β
ij

Vj

, Vj =∑
k = 1

m

Dk d
-β

kj （2）

式中：Sj表示设施 j的供给量（服务能力），本文假设同类设施的服务能力均等，因此Sj均
取值为 1；Dk表示居民点 i 的需求量（人口数）；Vj表示人口规模影响因子（需求者竞
争）；dkj

-β表示居民点 i与设施 j之间的出行阻抗（本文用直线距离表示）；β表示出行摩擦
系数（本文取值为 1）；n和m分别是供给地和消费地的总数[40]；Ai

G为引力可达性指数，
表示居民点 i至研究区所有设施的空间可达性，是按照服务需求的竞争强度Vj （以人口势
能来衡量）对可达性折算后的结果，Ai

G越大，可达性越好[43]。

3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空间结构

3.1 居住内部环境：住房条件
从人口普查数据中提取市区内各街道的住房数据，首先对住房数据进行初步的检

验，发现KMO值为0.613（大于0.6），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 sig.值为0（小于0.05），说明
适宜做因子分析。然后在进行因子分析的过程中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使因子结构更加
清晰，最后根据特征根分布特点选取6个主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2.96%，根据因子
载荷矩阵（表 1）将各因子命名为：小户型商品房、自建或廉租住房、高层商品房、生
活兼生产住房、经济适用房、原公房或二手房。各因子得分在空间上的分布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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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因子（小户型住房）：与2~3间住房、本户独立使用厨房、家庭自装热水器、
独立使用抽水式厕所等变量高度正相关，与7~9层楼房、购买商品房也正相关，与一间
住房、用电作为炊事燃料、租赁其他住房等呈负相关。说明该因子主要代表2~3间、7~9
层的住房，其厨房、卫生间、热水器等都是家庭独立使用。该因子得分最高的街区主要
分布在老城区附近的街道，包括天宁区的天宁街道，以及钟楼区的荷花池和南大街街
道，以及常州市区西北部新北区的罗溪镇、西夏墅镇和春江镇，西南部武进区的嘉泽镇。

表1 2010年常州城市住房空间结构主因子的载荷矩阵
Tab. 1 The matrix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the housing spatial structure in Changzhou (2010)

变量类型

住房间数

住房面积
(m2)

住房用途

住房层数

住房结构

住房设施

住房来源

住房租金
(元)

变量名称

1间

2~3间

4~5间

6间及以上

16以下

70以上

生活住房

兼作生产经营用房

平房

4~6层楼房

7~9层楼房

10层以上楼房

钢及钢筋混凝土结构

厨房：本户独立使用

厨房：本户与其他户合用

炊事燃料：燃气

炊事燃料：电

炊事燃料：煤炭

炊事燃料：柴草

自来水：有管道自来水

洗澡：统一供热水

洗澡：家庭自装热水器

厕所：独立使用抽水式

厕所：合用抽水式

厕所：独立使用其他样式

厕所：合用其他样式

租赁廉租住房

租赁其他住房

自建住房

购买商品房

购买二手房

购买经济适用房

购买原公有住房

100以下

500以上

各主因子的载荷

小户型
住房

-0.957

0.622

0.310

0.055

-0.979

0.451

0.230

-0.222

-0.430

0.284

0.404

0.232

0.194

0.923

-0.535

0.073

-0.561

0.037

0.217

0.295

0.220

0.922

0.912

-0.268

-0.260

-0.357

-0.181

-0.940

0.152

0.358

0.360

0.075

0.302

0.065

0.457

自建或
廉租住房

0.067

-0.462

0.553

0.611

0.026

0.531

-0.188

0.216

0.048

-0.445

-0.367

-0.304

-0.309

0.015

-0.029

-0.862

0.118

0.003

0.822

-0.710

0.093

-0.166

-0.248

0.015

0.513

0.662

0.755

-0.126

0.499

-0.271

-0.401

-0.270

-0.328

0.760

-0.381

高层
商品房

-0.145

0.443

-0.566

-0.357

-0.054

-0.484

0.127

-0.181

-0.391

0.550

0.711

0.744

0.767

0.061

0.066

0.292

0.169

-0.599

-0.413

0.091

0.627

0.205

0.219

0.070

-0.262

-0.113

0.191

-0.084

-0.728

0.734

0.368

0.181

0.278

-0.301

0.628

生活兼
生产住房

0.143

-0.359

0.342

0.358

-0.006

0.373

-0.852

0.842

0.488

-0.390

-0.045

-0.067

-0.168

-0.115

0.079

-0.001

-0.290

0.162

0.060

-0.256

0.225

-0.209

-0.170

0.112

0.252

0.243

-0.061

0.163

0.255

-0.297

-0.426

0.045

-0.459

0.126

-0.055

经济
适用房

0.028

-0.034

-0.076

0.111

0.045

-0.142

-0.113

0.073

-0.534

0.163

0.195

0.214

0.057

-0.217

0.779

-0.131

0.078

0.031

0.174

0.089

-0.127

-0.036

-0.048

0.857

-0.194

0.311

-0.263

0.162

-0.222

-0.063

0.033

0.505

-0.043

-0.137

0.151

原公房
或二手房

-0.082

0.130

-0.087

-0.043

0.039

-0.118

-0.012

-0.001

-0.144

0.291

0.059

-0.334

-0.193

0.124

-0.088

0.175

-0.552

0.121

-0.007

0.150

0.347

0.085

0.040

-0.153

0.066

0.247

-0.043

-0.026

-0.122

0.244

0.508

-0.666

0.605

0.260

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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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主因子（自建或廉租住房）：与4~5间和6间及以上住房、面积在70 m2以上的、
柴草燃料、独立使用或合用其他样式的厕所、租赁廉租房、自建住房、月租金在100元
以下的住房等变量正相关，与燃气作为炊事燃料、有管道自来水等变量负相关。说明该
因子主要代表间数较多、面积较大的自建住房，或者是廉租住房，其所用的炊事燃料主
要为柴草，住房设施较为落后。该因子得分最高的街区主要分布在常州市区南部武进区
的前黄镇、礼嘉镇、雪堰镇、洛阳镇和西湖街道（武进经济开发区），集中分布在常州市
区的西南角。

第三主因子（高层商品房）：与4~6层、7~9层、10层以上楼房、钢及钢筋混凝土结
构住房、统一供热水、购买商品房、月租金在500元以上的租房等变量正相关，与4~5间
住房、煤炭燃料、自建住房等变量负相关。说明该因子主要代表层数较高、住房条件较
好的商品房。该因子得分最高的街区主要分布在天宁区的天宁街道，钟楼区的南大街和
荷花池街道，新北区的龙虎塘街道、武进区的南夏墅街道（高新区）和西湖街道（武进
经济开发区）。较为集中地分布在城市中心区。

第四主因子（生活兼生产住房）：与兼作生产经营用房、平房等变量呈正相关，与生
活住房呈负相关。说明该因子主要代表生活兼生产用途的住房。得分最高的街区主要分
布在市区外围钟楼区的西林街道、武进区的邹区镇、戚墅堰区的潞城镇、新北区的龙虎
塘街道。主要为离市中心较近的一些街道。

图3 2010年常州市市区住房空间结构各主因子得分空间分布
Fig.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cores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housing spatial structure in Changzhou 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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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主因子（经济适用房）：与本户与其他户合用厨房、合用抽水式厕所、购买经济

适用房等变量呈正相关，与平房等变量呈负相关。说明该因子主要代表经济适用房。得

分最高的街区主要分布在新北区的龙虎塘街道、三井街道、新桥街道，钟楼区的新闸街

道，以及武进区的礼嘉镇。

第六主因子（原公房或二手房）：与购买二手房、购买原公有住房呈正相关，与购买

经济适用房呈负相关。主要代表房改房。得分最高的街区主要分布在钟楼区的荷花池街

道，天宁区的茶山街道，戚墅堰区的戚墅堰街道，以及武进区的礼嘉镇和洛阳镇。

3.2 居住外部环境：设施可达性

本文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划分为 3大类、9中类（表 2），每中类包含一个或多个小

类，采用前文介绍的网格化方法先将街道人口数据网格化，并将每一个网格的几何中心

视为需求点，每个设施点视为供给点，根据引力模型计算各类（中类）设施的可达性

（图4）。

从图4可以发现，总的来说，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均呈现出由城市中心向外递

减的趋势，在外围的局部地区会出现可达性高于邻域的网格，可能是位于外围乡镇的镇

区。其中，教育、购物、交通设施可达性指数值往东扩张的趋势较为明显，而其他设施

的可达性指数值基本均是南北扩张。

将各类设施的可达性做因子分析，发现提取一个主因子便可代表各指标90%以上的

信息，故用该主因子代表整体的可达性水平。从图5可以看出可达性基本呈现出由城市

中心向外递减的趋势，相比于街道乡镇尺度，网格化尺度的数据能打破行政边界，更好

地体现出街道乡镇内部的差异。

总体而言，常州市区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基本呈现出由中心向外围递减的趋势，说

明公共服务设施较为集中地分布在中心城区，而外围地区较为缺乏。

3.3 生活质量空间结构：居住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结合

将前文分析所得的住房因子得分均进行网格化处理，并与设施可达性一起进行数据

标准化处理（采用Z-Score标准化方法），然后进行聚类分析，选用系统聚类的方法，距

离测度选用平方欧式距离，采用Ward法计算类与类之间的距离，并提取树状图。根据树

状图加之反复实验，最终将常州市市区的生活质量区划分为8类（图6），再计算各类生

活质量区在每一个主因子或设施可达性上得分的平均值及平方和均值（表3），进而判断

各类生活质量区的特征，并据此将8类生活质量区命名为：第1类：老城房改房—高可达

表2 公共服务设施分类
Tab. 2 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大类

文教体卫设施

商业服务业设施

交通设施

中类

文化场馆

教育设施

体育场馆

医疗设施

购物设施

餐饮设施

金融设施

娱乐设施

交通站点

小类

图书馆

中学

运动场馆

综合医院

超市

综合酒楼

银行

影剧院

地铁站点

博物馆

小学

专科医院

ATM机

棋牌室

公交站点

文化馆

幼儿园

社区卫生服

KTV

公园广场

诊所

网吧 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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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区；第2类：商品房—高可达性区；第3类：房改房—较高可达性区；第4类：商品房

—较高可达性区；第5类：生产兼生活用房—较高可达性区；第6类：经济适用房—较低

可达性区；第7类：自建/廉租住房—较低可达性区；第8类：小户型自建住房—低可达

性区。

图4 2010年常州市市区各项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空间分布
Fig. 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Changzhou 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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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空间结构

4.1 居民社会经济属性主因子
从人口普查数据中提取市区内各街道的人口社会经济属性数据，首先对数据进行初

步的检验，发现KMO值为0.632（＞0.6），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 sig.值为0（＜0.05），说
明适宜做因子分析。然后在进行因子分析的过程中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使因子结构更

图5 2010年常州市市区公共服务设施总可达性
Fig. 5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tal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Changzhou in 2010

图6 2010年常州城市生活质量空间结构
Fig. 6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quality of life

in Changzhou in 2010

表3 2010年常州市市区各生活质量区的特征判别表
Tab. 3 The distinguishing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eas of life quality in Changzhou in 2010

生活
质量区

第1类

第2类

第3类

第4类

第5类

第6类

第7类

第8类

项目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可达性

3.288

10.811

3.712

14.471

2.256

5.698

1.250

1.707

1.605

2.644

0.944

1.439

0.417

0.532

-0.630

0.587

小户型自建
住房

11.652

135.765

4.328

20.040

0.156

1.515

-1.914

11.187

-2.826

8.048

0.033

0.929

-0.336

0.230

0.231

0.106

自建住房/
廉租房

-5.294

28.027

-2.665

7.165

-2.788

8.693

-0.658

0.921

-3.075

9.500

-1.691

3.621

0.455

0.643

0.096

0.140

商品房

11.966

143.189

6.132

42.746

0.580

2.072

1.003

1.327

-0.448

0.211

0.833

3.129

-0.018

0.126

-0.265

0.163

兼作生产
经营住房

-3.864

14.933

-1.602

3.935

-3.528

15.038

-1.894

4.330

5.768

33.963

0.607

2.596

0.190

0.171

0.063

0.029

经济
适用房

-4.945

24.449

-3.093

11.289

-0.156

2.266

-0.385

0.277

-4.493

20.282

3.203

11.140

-0.137

0.255

-0.029

0.101

房改房/
二手房

14.555

211.840

2.520

7.375

2.075

7.092

-2.575

8.693

0.536

0.417

-0.566

1.071

0.127

0.071

-0.133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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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清晰，最后根据特征根分布特点选取5个主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3.44%，根据因
子载荷矩阵（表 4）将各因子命名为：中产阶层、本地户籍人口、家庭规模、商业服务
业从业者、年龄。各因子得分在空间上的分布如图7所示。

第一主因子（中产阶层）：与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第三产业从业者高度

表4 2010年常州市居民社会经济属性主因子的载荷矩阵
Tab. 4 The matrix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th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of residents in Changzhou in 2010

变量类型

行业

受教育程度

性别

年龄(岁)

户口状况

家庭规模

变量名称

农林牧渔业

建筑业

制造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批发和零售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采矿业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性别比(女=100)

15以下

15~29

30~59

60以上

常住户籍人口

外来人口

在国外

1人户

2人户

3人户

4人户

4人户以上

各主因子载荷

中产
阶层

-0.580

-0.360

-0.398

0.042

0.417

0.616

-0.113

0.829

0.475

0.888

0.768

0.260

0.450

0.878

0.789

0.884

0.839

0.783

0.863

-0.647

-0.827

-0.935

0.822

0.928

0.896

0.918

-0.306

-0.152

0.157

-0.393

0.109

0.442

-0.448

0.774

-0.108

-0.717

0.941

-0.500

-0.535

本地户籍
人口

0.763

-0.239

-0.444

-0.149

-0.108

-0.113

0.088

0.211

-0.126

0.193

-0.238

0.003

0.046

0.053

0.102

0.129

0.234

-0.099

0.174

0.645

0.197

-0.150

-0.023

-0.062

-0.004

-0.056

-0.544

-0.266

-0.765

0.510

0.931

0.852

-0.850

0.243

-0.394

0.058

0.005

0.018

0.210

家庭
规模

-0.057

0.424

0.042

-0.012

-0.057

-0.031

-0.017

-0.245

-0.161

-0.087

0.063

-0.008

-0.002

-0.059

-0.050

0.020

-0.143

0.069

-0.105

0.137

0.162

-0.122

-0.019

0.007

0.024

-0.032

0.272

0.231

-0.042

-0.036

0.034

0.242

-0.239

-0.206

-0.805

-0.745

0.052

0.680

0.637

商业服务
业从业者

0.004

0.352

-0.590

0.783

0.716

0.375

0.291

-0.093

0.072

0.090

0.235

0.545

0.606

0.098

0.209

0.165

0.126

0.116

0.140

-0.005

0.007

-0.006

-0.026

-0.031

0.057

-0.037

-0.186

0.225

-0.169

0.336

-0.061

-0.059

0.060

-0.042

0.119

-0.068

0.069

-0.104

-0.078

年龄

-0.319

-0.380

0.291

0.180

-0.106

-0.278

0.111

0.299

-0.402

0.213

-0.226

-0.147

-0.041

-0.103

-0.128

0.033

0.267

-0.263

0.133

-0.125

0.210

0.168

-0.127

-0.196

-0.177

-0.045

-0.058

0.630

-0.412

0.474

0.115

-0.047

0.044

0.343

-0.120

-0.070

0.001

0.159

0.045

1246



6期 冯 健 等：基于居住环境的常州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空间结构

正相关，与高中以上教育的变量也正相关，说明该因子主要代表受教育程度较高、从事

第三产业的中产阶层。因子得分较高的街区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并大致呈现出由中心

向外围递减的圈层结构。

第二主因子（本地户籍人口）：与60岁以上人口、未上过学、常住户籍人口、农林

牧渔业等正相关，与性别比、15~29岁、外来人口等负相关。结合其空间分布推断该因

子主要代表本地户籍人口，集中分布在老城以及农村地区。反映出老城的本地户籍人口

相对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以及农村地区男性青年外出所导致的性别比失衡及老龄化状况。

第三主因子（家庭规模）：与反映家庭规模的多个指标高度正相关或负相关，说明该

因子主要代表家庭规模。城市中心的街区该因子得分较低，而外围农村地区的因子得分

较高，也近似呈现出由中心向外围递增的趋势。

第四主因子（商业服务业从业者）：与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等行业从业者正相关，说明该因子主要代表商业服务业从业者。因子得分较

高的街道主要位于市区的中间圈层。

第五主因子（年龄）：与 15岁以下、30~59岁人口呈正相关，与 15~29岁人口负相

关，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程度均较低，说明该因子主要代表年龄。就其空间分布而言，也

以老城和外围农村地区的因子得分较高，中间圈层的得分较低。

图7 2010年常州市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各主因子得分空间分布
Fig. 7 The distribution of scores of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of residents in Changzhou 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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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空间结构
根据各街道的因子得分进行聚类分析，选用

系统聚类的方法，距离测度选用平方欧式距离，
采用Ward法计算类与类之间的距离，并提取树状
图。根据树状图加之反复实验，最终将常州市市
区的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区划分为 5 类（图 8），再
计算各类区域在每一个主因子或设施可达性上得
分的平均值及平方和均值（表 5），进而判断各类
区域的特征，并据此将5类区域命名为：老城中产
阶层聚居区、商业服务业从业者聚居区、近郊中
年聚居区、高新区中产阶层聚居区、农业人口聚
居区。第1类：老城中产阶层聚居区，包括天宁区
的天宁街道、钟楼区的南大街街道，以及戚墅堰
区的戚墅堰街道；第2类：商业服务业从业者聚居
区，主要为紧邻老城的部分街道；第3类：近郊中
年聚居区，主要为近郊区靠近城市中心的街道，
外来购房者较多；第4类：高新区中产阶层聚居区，
主要为新北区的龙虎塘街道和河海街道；第 5类：
农业人口聚居区，主要为市区外围的乡镇地区。

5 城市生活质量空间结构与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的关系

5.1 数量关系
直观地看，城市生活质量类型区和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类型区所呈现出的结构形态在

空间上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据此推断两者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接下来进一步进行验
证。将前文所得到的社会经济属性区进行网格化处理，并统计每类区域中各类生活质量
区出现的频数，继而进行交叉分析。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通过了卡方检验，说明各
类社会经济属性区的生活质量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根据交叉分析表（表6），横向来看，找出每类生活质量区分布占比最高的社会经济
属性区，即每一行中的最高值，即认为是居住在该类生活质量区中的主要居民类型。纵

图8 常州市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空间结构
Fig. 8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of residents in Changzhou

表5 2010年常州市市区各社会经济属性区的特征判别表
Tab. 5 The distinguishing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eas of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of residents in Changzhou in 2010

类别

第1类

第2类

第3类

第4类

第5类

项目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平均值

平方和均值

第一主因子
中产阶层

2.082

4.721

0.579

1.168

-0.388

0.356

1.070

2.033

-0.671

0.505

第二主因子
本地户籍人口

1.025

1.080

0.008

0.370

-0.711

0.661

-1.545

2.431

1.029

1.635

第三主因子
家庭规模

-1.136

1.346

-0.040

0.630

-0.260

1.091

0.162

0.122

0.691

1.145

第四主因子
商业服务业

-0.298

1.441

1.470

2.624

-0.453

0.514

-0.921

0.891

-0.295

0.187

第五主因子
年龄

1.130

2.031

-0.235

0.584

0.178

0.693

-2.588

6.701

0.095

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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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看，第1类社会经济属性区主要是属于第1、3类生活质量区，第2类社会经济属性
区主要是属于第2、5类生活质量区，第3类社会经济属性区主要是属于第3、4、7类生
活质量区，第4类社会经济属性区主要是属于第6类生活质量区，第5类社会经济属性区
主要是属于第8类生活质量区。总体而言，各类生活质量区在第2类社会经济属性区的出
现频次和比重都较高，表明第2类社会经济属性区（商业服务业从业者聚居区）与各类
生活质量区的混合程度较高。
5.2 空间关系

将生活质量区和社会经济属性区的空间分布图抽象成概念图（图9），并依据两者的
空间对应关系，结合前文的交叉分析，判定二者的耦合关系。

（1）老城中产阶层聚居区主要与老城房改房—高可达性区、房改房—较高可达性区
重合。说明老城的中产阶层多数居住在房改房中，其居住地至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均较为
便利，具有较高的可达性。

（2）商业服务业从业者聚居区主要与商品房—高可达性区、生产兼生活用房—较高
可达性区重合。说明从事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居民两极分化较为严重，一类居住在高层
商品房中，另一类的居住住房兼作生产用途，其居住地所处区位较好。

（3）近郊中年聚居区主要与房改房—较高可达性区、商品房—较高可达性区，自建/

表6 2010年常州市市区生活质量区与社会经济属性区交叉分析表
Tab. 6 The cross-analysis of the areas of life quality and those of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in Changzhou in 2010

生活质量区类别

第1类

第2类

第3类

第4类

第5类

第6类

第7类

第8类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第1类社会
经济属性区

1

100

1

25

5

35.71

0

0

0

0

0

0

2

1.09

0

0

第2类社会
经济属性区

0

0

3

75

4

28.57

5

41.67

3

100

2

9.09

23

12.50

5

1.89

第3类社会
经济属性区

0

0

0

0

5

35.71

7

58.33

0

0

7

31.82

121

65.76

24

9.06

第4类社会
经济属性区

0

0

0

0

0

0

0

0

0

0

12

54.55

1

0.54

3

1.13

第5类社会
经济属性区

0

0

0

0

0

0

0

0

0

0

1

4.55

37

20.11

233

87.92

合计

1

100

4

100

14

100

12

100

3

100

22

100

184

100

265

100

注：X2 = 677.227，df = 28，sig. = 0.000。

图9 社会经济属性空间结构与生活质量空间结构的对应关系图
Fig. 9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structure of life quality and that of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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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租住房—低可达性区重合。说明近郊区的居民部分居住在房改房中，部分居住在高层

商品房中，可达性较高，也有部分较外围的居民居住在自建/廉租住房中，离城市各项公

共服务设施的距离较远，可达性较低。

（4）高新区中产阶层聚居区主要与经济适用房—较低可达性区重合。该部分区域主

要是位于高新区附近的中产阶层，居住在经济适用房中，说明他们享受了城市政策性住

房的优惠，这类住房也可能是城市专门针对特殊产业区域的政策导向性住房。但高新区

的整体位置离城市中心较远，与各项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相对较低。

（5）农业人口聚居区主要与小户型自建住房—低可达性区重合。主要为市区外围农

村地区的农业人口，居住在小户型的自建住房中，居住地周边的公共服务设施较少，因

而可达性较低。

5.3 社会—空间关系
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o-Spatial Dialectic）是社会地理学中用来分析社会要素和空

间形态构成之间关系的理论。后现代地理学家 Soja对社会—空间辩证法理论进行了发

展，提出所谓的“三元辩证法”，探讨人类生活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三者相互作

用，认为其有助于思考社会、历史和空间的共时性及其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44-45]。常州的

实证分析表明（表7），基于居住环境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空间结构本身就是居民生活质

量在城市空间上的“映射”，是社会要素趋同与分异的空间表现和空间结果。居民的社会

经济属性和城市空间也具有类似关系，一方面，验证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社会

表7 从“社会—空间辩证法”解读基于居住环境的常州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空间结构
Tab. 7 To interpret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residents' life quality in Changzhou based o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from the viewpoint of socio-spatial dialectic

整体空
间结构
模式

类型区
特征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
空间结构

以住房条件来反映城市
内部居住环境，以包含
文教体卫、购物、餐饮、
娱乐、交通等因素在内
的设施可达性反映外部
居住环境，从内外环境
结合角度所得到的城市
生活质量空间结构既反
映了历史因素的遗留影
响，又反映了当前设施
和交通建设的空间差异
性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住房的属性、住房条件
本身的差异以及通过住
房条件所间接地反映的
居民阶层的差异均得到
一定程度的体现；结合
相关因子分布的空间信
息，住房类型及设施水
平分布的区域集中性也
得到体现。

城市居民社会经济状况
空间结构

城市居民社会经济状况
的空间结构，整体上呈
现出同心圆和扇形相结
合的形态特征。同心圆
形态反映了城市要素
(尤其是以经济为主导
的要素)仍然受到距城
市中心距离的影响，而
扇形形态更多地表明了
交通对城市经济社会要
素空间分布的影响。

社会经济状况的定量分
析结果凸显出了中产阶
层、本地户籍人口、家庭
规模、商业服务业从业
者和年龄等主因子；而
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状
况类型区的形成充分反
映了中产阶层、服务业
人员、高新区、郊区居住
区等近些年新发展和出
现的空间类型区。

社会—空间关系与
社会空间理论意义

生活质量与社会经济状况
两类空间结构之间存在高
度相关性，空间结构模型
之间存在能够得以解释的
对应关系。为进一步理解
当前中国城市居住环境和
生活质量层面的“社会—
空间辩证法”，提供了有力
的证明。

两种类型区之间的空间
“契合性”，除了体现社会
和空间双重因素的关联作
用以外，还体现了中国城
市空间结构影响因素的复
杂性。随着时间的流逝，
城市空间结构以及社会与
实体空间之间的耦合状况
本身也处于发展变化中，
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索
亚关于历史性、社会性和
空间性三者相互作用的

“三元辩证法”原理。

社会空间
管控启示

包含住房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
在内的生活质量空间结构，会对
不同社会群体的居住空间选择
产生影响，而不同经济社会状况
居民的消费和公共服务需求也
会影响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
局，这种互动关系为城市规划、
建设和管理的相关决策带来一
定的启示。

从两种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可
以看出：老城的公共服务设施相
对便利，交通可达性高；商业服
务业居民的居住状态存在两极
分化现象；郊区居民构成相对复
杂，还存在相当一部分居民居住
在自建/廉租住房中，离城市各
项公共服务设施的距离较远，可
达性较低；农业人口聚居区的公
共服务设施和交通都有待改进；
尽管高新区享用了政策性住房
所带来的便利性，但公共服务设
施的可达性仍然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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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的人又存在不同的空间偏好。从理论上说，城市生活质量
空间结构与居民经济社会属性空间结构应该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性”，因为，在市场经
济背景下，居民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他们的住房状况和生活质量状况，这在上文关于
二者耦合关系的研究结论中得到了验证。然后，二者又表现出一定的空间结构型式的差
异性，似乎又说明现实中居民的住房选择及生活质量还要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比
如：计划经济时代单位集中建设员工居住区的历史遗留，会在居住空间结构上有所反
映；以及类似对“学区房”追逐的行为，也超出了价格负担（市场）和通勤强度（效
率）这两类主导因素所决定的居住区位决策以外。这都体现了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影响因
素的复杂性。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所遗留的城市空间结
构痕迹会逐渐减少并为市场经济左右下的空间特征所取代，也就是说城市空间结构以及
社会与实体空间之间的耦合状况本身也处于发展变化中，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索亚关
于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三者相互作用的“社会—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原理。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面世以后，利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

虽取得较多成果，但亟待在研究方法和数据使用上进行创新探索。本文除了考虑传统社
会区分析所采用的居民社会经济变量以外，还将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纳入进来，将人口
普查中的住房统计数据与大数据（城市POI数据）相结合，用住房条件反映城市居民的
居住内部环境，用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反映城市居民的居住外部环境，两者结合反映基
于居住环境的城市生活质量空间结构。研究结果发现，常州市生活质量空间结构呈现出
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与扇形结构叠加的模式。进一步分析生活质量类型区与居民社会经
济属性类型区之间的耦合关系，可以发现两者在空间上的分异存在较大的依赖关系，即
不同居民属性类型区的生活质量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各类居民属性区均有与之重叠度
较高的相对应的生活质量区：老城中产阶层聚居区与老城房改房—高可达性区、房改房
—较高可达性区对应；商业服务业从业者聚居区与商品房—高可达性区、生产兼生活用
房—较高可达性区对应；近郊中年聚居区与房改房—较高可达性区、商品房—较高可达
性区、自建/廉租住房—低可达性区对应；高新区中产阶层聚居区与经济适用房—较低可
达性区对应；农业人口聚居区与小户型自建住房—低可达性区对应。

历史路径依赖，包括历史上的城市空间形态，以及住房改革进程中所形成的房改房
类型均极大地影响了目前的空间结构模式。规划政策引导，包括高新区的规划建设以及
住房保障制度共同作用形成了高新区与经济适用房互动并单独成为一个类型区的局面。
行业性质决定，商业服务业行业在城市中心的相对繁荣形成了城市中心附近的商业服务
业从业者聚居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特定生活区。社会分异作用，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
居民住房选择与不同类型的住房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分布相互作用，形成了居民社会经济
属性类型区与生活质量类型区的耦合关系。值得强调的是，常州的案例从居民社会空间
与实体空间互动关系的角度对社会—空间辩证法进行了诠释，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索亚
关于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三者相互作用的“三元辩证法”原理。
6.2 讨论：空间耦合关系对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启示

各类住房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形成了特定的生活质量类型区，其对不同
社会群体的作用将影响居民的居住空间选择。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由于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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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家庭结构等的差异对于住房有不同的选择，对于公共服务设施也有不同的需

求，他们在城市内部不同地区的居住空间选择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经济属性类型区。居民

的消费特征和对各项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和实际使用状况又反过来影响公共服务设施的

空间布局，因此形成了城市居民的社会空间与实体空间的互动关系，也即社会经济属性

类型区与生活质量类型区的耦合。其背后是行政因素、市场因素、空间因素等多方面因

素的作用，其作用结果将产生一定的社会空间效应，也对城市规划和管理有一定的启示

意义。

（1）老城中产阶层聚居区与老城房改房—高可达性区、房改房—较高可达性区对

应。住房制度改革导致房改房这一特殊的住房类型出现，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生活质量类

型区。历史因素使得这一类型主要分布在原有的老城地区，所居住人群主要为中产阶

层。老城地区的中心区位使其集聚了较多的公共服务设施，导致可达性较高。其规划管

理启示在于，老城的各项公共服务设施集聚明显，可达性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为避免老

城过度拥挤，应适当调整各项设施的分布，适当疏解至其他地区。

（2）商业服务业从业者聚居区主要与商品房—高可达性区、生产兼生活用房—较高

可达性区对应。行业性质决定其近似的空间分布，行业内部差异又决定其住房类型差

异。商业服务业等行业在城市中心相对繁荣，故居住空间也主要围绕在城市中心附近。

就行业内部而言，规模较小的零售商店及居民服务业从业者，其住房除用作生活用房

外，还兼作生产经营用房，于是，该类居民区与生产兼生活用房—高可达性区的重叠度

较高。而服务等级较高的商业服务业从业者便占据更好的地理位置，在离城市中心更近

的区位购置商品房，其居住区便与商品房—高可达性区形成了较多的重叠。其规划管理

启示在于，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部分居住在生活兼生产经营用房中，尤其需注意消防安

全，注重防火隔离设施、疏散设施、消防设施的配备。

（3）近郊中年聚居区主要与房改房—较高可达性区、商品房—较高可达性区，自建/

廉租住房—低可达性区对应。近郊区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住房类型

较为复杂多样，既有区县政府驻地原有的房改房，也有近年由于房地产市场发展开始兴

建的商品房，还有住房价格较低的自建/廉租住房。所居住的人群则以劳动年龄人口为

主，一方面近郊区的住房成本相对较低，且选择空间较大，另一方面其到中心区的距离

也相对较近，靠近就业地点，所以聚集了较多劳动年龄人口。其规划管理启示在于，近

郊劳动年龄人口居住在近郊而就业在中心的可能性较大，较易形成从中心到郊区的潮汐

式通勤模式，应当注意中心和外围地区连接交通道路的规划建设，尽量避免因通勤带来

的交通拥堵等问题出现。

（4）高新区中产阶层聚居区主要与经济适用房—较低可达性区对应。高新区的规划

建设和行政区划调整使其单独成为一类社会经济属性类型区；住房保障政策的作用又使

得经济适用房形成集聚，从而出现了特定的生活质量类型区。其规划管理启示在于，高

新区的空间分布相对远离市中心，其可达性也较低，住房类型较为单一和特殊，社会空

间分异趋势较为明显，需要加强与外界的联系，防止社会隔离问题的出现。

（5）农业人口聚居区主要与小户型自建住房—低可达性区对应。农村地区的产业分

布决定了其居住人口主要为农业人口，其特有的土地制度又决定了其住房主要为自建住

房，所处区位导致其可达性较低。其规划管理启示在于，农村地区各项设施的可达性明

显较低，需要注意适当提高其公共服务设施配备水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均等化

和城乡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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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在进行数据的网格化处理时，前提假设是街道内部的属性
值在空间上均等分布，这与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误差；此外，由于数据条件所限，在可
达性分析过程中将同一设施视为无内部差异，以及六普数据与城市POI数据存在一定的
年份差距等，都会带来一定的误差，这些都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做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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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in Changzhou based o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FENG Jian1, ZHONG Yichun2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Beijing Tsinghua Tongheng Urban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Sixth Census Data, more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about the socio-spatial structure in urban China based on the method of factor ecology analysis.
However,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needs to be promoted. In this paper, combining census
data with big data, with the aid of the methods of grid processing and calculation of
accessibility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the authors try to interpret the quality of life of urban
residents from both the internal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s of residence, and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socio- economic status of
urban residents. Taking Changzhou City of Jiangsu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first of all, the
authors extract the housing data from the Sixth Census, and the data of facilities from the urban
POI data of Baidu maps. And then, factor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accessibility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are used to identify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reveal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ocial space from the viewpoint of socio-spatial dialectic.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in Changzhou
based o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shows a clear pattern of overlap between the circular structure
and the fan-shaped one. In addition, there is a spatial coupling betwee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and their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that is,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attributes hav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ir quality of life. The
formation of a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aspects is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market and spatial factors, which may lead to overcrowding in the old city,
fire safety problems in living and production buildings, traffic congestion problems caused by
tidal commuting, social isolation, un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and
other socio- spatial effects. Its enlightenment for urba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l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cluding the dispersal of the old city, focusing on fire safety in certain areas,
perfecting the transportation links between central and peripheral areas, preventing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isolation in the high-tech zones, and improving the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rural areas.
Keywords: quality of lif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ccessibility; POI data; Ch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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